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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社会网络的概念出发，诠释了社会网络的内涵、不同的度量方式以及在
微观行为中的影响。具体而言，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因共享信息、提供担保或分担风险的优势，
在平滑消费、增加投融资、促进就业、减少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等发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在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弥补正式制度发展不足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
正式制度( 如正规金融体系、民主选举) 的逐渐发展可能减弱也可能加强原有社会结构中的社
会网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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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强调，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在收入增长中的关键作用，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中，

社会资本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有着世界上数
目众多的农民，却是近三十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国

家之一。类似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
收入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开始受到学者和政策制

定者的关注。社会资本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社
会网络，它是人与人之间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

关联体系，因其最容易测量，影响最为直接，国内外

相关研究最多。近年来，随着社会网络从社会学向
经济学的过渡，大量文献已经对社会网络的一些基

本问题达成共识，但也发现很多争议性的话题。目

前，有必要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的回

顾与综述。这些基本问题包括:
( 1) 社会网络的概念如何从社会学过渡到经

济学? 具体包括哪些不同的内涵? ( 2) 社会网络
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在经济研究中如何准确

定义和测度社会网络? ( 3)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对微观个体行为或资源配置的影响有哪

些? 究竟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 4) 作为一种
非正式制度，如果社会网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可以弥补正式制度不足的缺陷，那么，这种影响是

如何随着正式制度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

这些问题也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讨论的焦

点。本文试图从社会网络的基本概念出发，以社
会网络向经济学的演变过程为基础，对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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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研究进行综述。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节基于社会网络的理论发展，诠释社会网络

的概念及其内涵，第三节总结现有经验研究中所

讨论的社会网络以及不同的测度方法，第四节探

讨社会网络在微观个体行为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第五节进一步讨论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

制度随正式制度的发展而变化的相关研究，最后

一节是总结。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类似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

宏观层面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但本文将研究集
中于社会网络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影响，将不会涉

及社会资本的研究。①

二、概念与诠释

社会网络也被称为关系，是指一群特定人之间

的所有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

直接的社会关系以及通过物质环境和文化共享而

结成的间接的社会关系( Mitchell，1969) 。对社会
网络的理解最初贯穿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强调社

会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内在特性。最早在社
会资本理论研究中提出社会网络的是 Jacobs
( 1961) ，他将“邻里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进行
城市社区的研究，这种将社会网络视为社会资本的

研究方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并且成为当前社会资本

的主要研究范式之一。其后代表性的研究有，
Bourdieu( 1986) 将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联系起来，
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由网络共同熟识或认可而形

成的社会资源。紧接着 Coleman ( 1990) 提供了对
社会资本更广泛的理解，他指出，类似于物质资本

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不仅是增加个

人利益的手段，而且是解决集体行动的重要生产性

资源。值得指出的是，他首次正式提出了社会网络
是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网络具有获取信

息的功用，在增加个人或集体利益方面具有举足轻

重的影响力。Putnam( 1993) 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
资本是由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这三种要素构成，
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
经济效率的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社会网络作
为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人与人之间互动

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联体系，并具有一般资本或

资源的属性，网络的规模或大小也直接依赖于个人

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
理解社会网络的另一种视角来源于社会网络

分析，这是 19世纪 70 年代后在社会学领域产生
的新话题。如果说社会资本的研究强调社会网络
规模与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有关，社会网络分析

则是从结构的角度侧重于社会网络强度及其影响

因素。在社会网络分析中，“网络”可视为行动者
的一系列社会关系或社会联系，由行动者和社会

关系构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 ( Emirbayerand
Goodwin，1994 ) 。Granovetter ( 1973 ) 首次提出了
关系强度的概念，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水
平、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
体间发展起来的，而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

同的个体间发展起来的。这种代表同质性的强关
系使得获得的信息往往具有较大的重复性和剩余

度，从而对个人的帮助不大; 代表异质性的弱关系

则可以跨越其它阶级界限去获得信息和资源，从

而充当了不同社会群体间“关系桥”的作用。换
言之，社会网络的强度取决于行动者或网络成员

的异质性。异质性越大( 定义为“弱关系”) ，社会
网络在获取信息方面的作用会越强。
除网络成员的异质性外，社会网络的强度还

取决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状。比如个人在网络中
的位置( Lin，1982) 或个人拥有“结构洞”的数目
( Burt，1992) 。前者是美国华裔社会学家 Lin 于
1982年提出的“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网络理论。
他指出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或社会地位将直接决

定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一个
社会网络中，个人对社会资源控制和汲取的能力

呈金字塔状分布，处在或接近金字塔顶端的个人，

往往获取信息和汲取资源的能力最强。后者是
Burt 于 1992 年在《结构洞: 竞争的社会结构》
(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
tition”) 一书中提出的“结构洞”的概念及其理论。
他指出社会网络中某些个体之间发生直接联系，

而与其他个体之间不发生直接联系或出现关系中

断，从网络整体来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
这种网络成员间的关系断裂或不均等称作“结构
洞”。他认为，拥有“结构洞”的人，其角色类似于
“中介或第三方”，对信息和资源的获取、整合及
控制都占据绝对优势。所以，“结构洞”理论的核
心在于“在由群体形成的社会网络中，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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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弱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寡没有直接的联

系，而是依赖于他占据‘结构洞’的多少”( Burt，
1992) 。与 Granovetter ( 1973 ) 、Lin ( 1982 ) 不同，
Burt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真正揭示了关系强弱的本
质，他认为关系的强弱决定于人们建立的社会网

络是非剩余的( 网络结构不均等) 还是重复的( 直

接联系的人较多) 。
如果说 Bourdieu ( 1986 ) 、Coleman ( 1990 ) 、

Putnam( 1993) 等学者主张网络联系的多少是社
会资本产生的条件，那么 Granovetter、Lin 以及
Burt等更进一步强调，网络成员( 或行动者) 的异
质性以及社会关系的非重复性，使得网络在获取

信息和控制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地位，从而表现

出社会网络更强。
此外，社会网络关系的强弱还依赖于社会关

系的形成纽带，比如物质环境或固有的文化特征，

这也是学者们关注社会网络最常见的方式。形成
纽带不同，社会网络的强弱也有所不同。Bian
( 1997) 以中国为案例分析社会关系在个人求职
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强关系假设”。他认为，
个人的求职渠道依赖于由亲戚构建的强关系，这

种强关系可以充当没有联系的个人之间的桥梁。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 1998) 将中西社会
结构进行对比后，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即“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块石头丢在水中，而推出

去的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这些圈子的中

心”。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自己
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的，表明了自己与他人的亲疏

远近，往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成为了中国

农村最重要和最稳定的社会网络之一。类似于印
度的种姓网络或部分非洲国家的种族网络，宗族

是“有着共同祖先且父系单线延续的合作组织，
其成员自觉地与组织外成员区分开来，并共享组

织的资源( 如土地、声誉或市场信息等) ，与宗族
内成员互惠互利并共担责任( Freedman，1971;
Watson，1975) 。”那么，与地缘或朋友等网络不同，
这种乡土文化决定了宗族网络的强度或凝聚力

( Tsai，2007) 。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定义的社会网络概

念是最为广义的社会网络概念。作为一种社会资
本，网络的大小与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关。作
为一种结构关系，社会网络的强度取决于网络成

员的异质性、社会关系的非重复性或连接纽带的
差异。但在学术文献中，往往因研究对象的不同
而关注某一种社会网络，比如印度的种姓网络、美
国的俱乐部网络、部分非洲国家的种族网络以及
中国农村的宗族网络、地缘网络、姻亲网络或朋友
网络等。国外文献中因种姓网络、种族网络的主
导性而受到更多关注。在国内，相比其他网络，以
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或亲属网络因中国乡土社

会“差序格局”的属性而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
关注的焦点。

三、测度方法及存在问题

社会网络测度的关键在于如何反映网络的规

模和强度。因社会网络概念在理论上的宽泛性，
实证上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对社会网络的度量

差别比较大。除少数以外，主要从行为指标对社
会网络进行度量。如“找工作时可提供帮助的亲
戚或朋友的数量”、“婚丧嫁娶时亲戚间的礼金往
来”、“节假日拜访的亲戚或朋友的数目”等，这些
指标难免会出现内生性问题。

首先，行为指标往往依赖于被试的主观意识，
难免会出现低报或高报的可能性。当采用这些指
标度量社会网络时，容易导致测量性误差。文献
中提到的有，陈钊等( 2009) “找工作时有多少人
可以提供帮助”、李爽等( 2008) “想调动工作时估
计可以寻求帮助的亲戚朋友的数目”等、章元和
陆铭( 2009) “赠送给亲友的礼金价值占家庭总支
出的比重”等。

其次，行为指标也容易带来遗漏变量问题。
文献中常用“亲友间的礼金往来”度量家庭的社
会网络来研究社会网络对家庭行为的影响。一般
来看，虽然亲友间的礼金支出与家庭的社会网络

高度相关，高的礼金支出往往也是维持社会网络

的一种方式。然而，礼金支出的数量可能依赖于
家庭背景或户主的性格特征等不可测量的因素，

并且这些因素也影响个人行为。如相比性格内
向、胆小的人，更活泼开朗、更富有企业家精神的
人更可能外出打工或发生借贷行为等。而这些性
格特征是无法观察或度量的，但同时影响着社会

网络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从而造成了遗漏变量问

题。文献中提到的有，赵剑治和陆铭( 2009) “家
庭春节和婚丧嫁娶支出占日常支出的比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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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陆铭( 2009) “赠送给亲友的礼金价值占家庭
总支出的比重”、马光荣和杨恩艳( 2011) “亲友间
礼金往来数额”等。

第三，行为指标也可能引起双向因果问题。
当在研究社会网络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时，一方面，

收入更高的家庭更有能力去构建社会网络，另一

方面，恰恰是那些能力较弱的人反而希望通过网

络构建来提高家庭收入。于是，社会网络可能直
接影响家庭收入，反过来，家庭收入可能也影响社

会网络的构建。换言之，社会网络的构建或规模
往往会与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条件或个体行为互为

因果。文献中提及的有，张爽等( 2007) “在政府、
学校和医院工作的亲友数量”、赵剑治和陆铭
( 2009) “家庭在政府和城里工作的关系密切的亲
友”、周群力和陆铭( 2009) “春节是否给中小学老
师拜年及是否交赞助费”、章元和陆铭( 2009) “赠
送过礼金的亲友数量”、Zhang and Li ( 2003) “是
否有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及家里是否有村干部”、
边燕杰和张文宏( 2001) “非亲友的直接或间接相
识、朋友关系及血缘或姻亲关系”、Zhao ( 2003 )
“在迁入地来自同村的人数”、Chen et al． ( 2008)
“外出打工人数占村庄总人数的比重”等。
总结来看，行为指标似乎并非直接测度社会

网络，而是从网络的功用或使用网络的角度来考

虑，难免会有一定的偏差。不过，少部分国内文献
以“人口规模”来直接测度社会网络，这在关于社
会网络与风险分担、集体公共品投资及企业发展
等方面有所体现。如 Xu and Yao ( 2009 ) 、Peng
( 2004) 、Chen and Huhe( 2010) 运用“第一大姓在
村庄中所占人口比例”来度量农村社会网络。然
而，规模仅从数量上刻画了社会网络的大小，却未

必能反映网络内部成员间关系的亲疏远近或凝聚

力的强弱。Freedman( 2004) 指出姓氏人口比例高
的网络在形式上可能会比较松散，组织起来也有

一定的难度。Huang ( 1998) 、Karlan et al． ( 2009)
也发现网络的组织性( 或凝聚力) 在内部成员的

互惠互利行为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因此，除
社会网络规模外，从网络强度这一维度刻画网络

的组织性或凝聚力显得尤为重要。这在宗族网络
的研究中有所体现。阮荣平和郑风田( 2012) 、彭
玉生( 2009) 、孙秀林( 2011) 以及郭云南等( 2013)
以“宗族是否存在祠堂( 或家谱) ”、“是否存在正

式的宗族组织”等来度量宗族网络的强度，认为
祠堂( 或家谱) 的有无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反映

宗族的组织性或凝聚力的强弱。②Tsai( 2007) 也指
出祠堂的建立或家谱的修订往往伴随着宗族的集

体仪式或活动( 如崇拜祖先的仪式，平息纷争的

宗族长老会议等) ，加强相互间的凝聚力或责任

意识，也就是说，祠堂或家谱可以为宗族内部成员

的交流与协作提供一个基础和可能性，使得他们

更便利地去使用网络。
文献中还指出，社会网络的强度( 或凝聚力)

在网络成员间的互惠互利、风险分担或其它行为
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比规模层面的作用更加

明显。郭云南和姚洋( 2013) 、郭云南等( 2013) 从
“姓氏宗族的人口比例”和“姓氏宗族是否有祠堂
或家谱”两方面测度宗族网络的规模和强度，发
现以家庭姓氏人口比例衡量的宗族网络规模对家

庭劳动力迁移、融资以及创业等方面的影响不大，
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宗族网络的强度。姓氏宗族
修建祠堂或家谱为内部成员间的交流协作提供了

一个基础和可能性，使得他们更便利地去获取资

源或创业机会。
相比行为指标，社会网络的直接度量存在明

显的优势。比如行为指标往往是及时性事件，因
而会产生内生性问题。而是否修建祠堂或家谱往
往是历史性事件，对于我们研究的因变量而言是

外生的。但在实证研究中，往往因数据的天然缺
陷而对社会网络的度量不全面，因此造成社会网

络的作用被低估的现象。

四、社会网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社会网络作为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因

其在获取信息、汲取和控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
解决个人行为方面的研究是汗牛充栋，目前主要

集中在风险分担与平滑消费、融资与投资、劳动力
迁移与就业、家庭收入及其分布等方面。我们逐
一展开如下。
( 一) 风险分担与平滑消费

平滑消费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研究的主要议题

之一。对于农村人口数目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
说，较大的收入冲击使得他们在村庄或社区范围

内的平滑消费是不完全的( Jalan and Ｒavallion，
1999; Fafchamps and Lund，2003; DeWeerd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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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con，2006) 。于是，人们进一步考察有助于提
升风险分担程度的组群或网络。Townsend( 1994;
1995) 指出由亲戚朋友构建的社会网络使得个人
具有更完全的消费保险，但并未解释消费保险程

度是如何依赖社会网络的。而 Munshi、Ｒosenz-
weig等学者以印度的种姓网络为视角对家庭收入
风险及平滑消费作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他们发
现，以种姓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可被视为一种担保

或保险机制，促进成员间的转移支付或借贷，有效

地缓解家庭的收入冲击，从而促进家庭平滑消费

( Ｒosenzweig and Stark，1989; Ｒosenzweig，1988;
Munshi and Ｒosenzweig; 2009) 。另外，Angelucci et
al．( 2008) 指出以姓氏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可以提
升网络成员间平滑消费的程度，这主要是由于成

员间通过信息传递或共享等方式进行风险分担。
关于社会网络与收入、风险偏好异质性的文

献揭示了社会网络在风险分担方面的作用，也进

一步表明网络效应的差异可能存在于不同性质或

不同结构的社会网络中。一方面，社会网络在应
对风险和平滑消费中所发挥的作用往往决定于网

络的性质。如果社会网络由具有相近风险偏好的
人、或彼此了解或信任的亲戚或朋友等构成，则社
会网络在风险分担中所发挥的作用将更大( Atta-
nasio et al．，2012; CoateandＲavaillon，1993 ) 。另
外，网络的强度或凝聚力也是网络分担中的关键

要素。Bramoulleand Kranton( 2007) 从理论上指出
风险分担在社会网络中的不对称性，风险分担网

络只会由少数同类人形成，网络所起的分担作用

依赖于成员与成员间联系的深度和广度。Faf-
champs and Gubert( 2007) 运用菲律宾北部村庄的
调查数据，分析风险分担网络形成的决定因素。
结果发现，家庭间社会联系的形成并不依赖于家

庭间的收入差距，而是决定于家庭间的居住距离。
两个家庭相隔越近，更可能相互间提供捐赠或私

人借贷，建立联系而共担风险。以中国农村为案
例，Huang( 1998) 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注重
于个体利益，而非整个家族的整体利益，以血缘为

纽带的亲属网络于是在互惠互利或风险分担中的

作用并不明显。然而，风险分担或互惠互利的作
用可能主要体现在血统较近的亲属网络中。
另一方面，社会网络在风险分担中所起的作用

依赖于网络结构。如 Ambrus et al． ( 2010) 探讨了

社会网络结构与风险分担程度，结果发现，多向联

系的社会网络比单向联系的社会网络更广泛，使得

成员间的风险分担更完全。以秘鲁村庄为案例研
究，发现存在多项联系的社会网络结构可以使得村

庄内部存在完全的风险分担。Blochet al．( 2008) 指
出社会网络成员间可以相互转移支付和信息共享，

社会网络可被视为风险分担网络，并且社会网络结

构直接决定了风险分担网络的稳定性。他们发现，
在只是单项联系或者两两联系的情况下，成员之间

的风险分担网络比较稳定，而当介于两种情况之间

时，风险分担网络的稳定性较差。
( 二) 融资与投资

近年来，国外关于社会网络与投资融资行为

的研究非常丰富。一类文献关注社会网络对融资
行为的直接影响，如 Fafchamps and Lund ( 2003)
指出社会网络可以扩大融资机会。另一类文献进
一步研究了社会网络在正规或民间信贷市场中的

作用渠道。研究发现，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
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是金融市场不完备的主
要来源，社会网络则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比如，不少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可以共享信息。首
先，社会网络中成员往往居住邻近或交往频繁，相

互监督成本很低，这有效缓解了道德风险问题

( Karlan，2007) ; 其次，社会网络的成员彼此非常
了解，低信用或高风险的成员可以被识别出来并

被排除出信贷市场，这有效降低了逆向选择问题

( Banerjee et al．， 2012; Samphantharak and
Townsend，2010) ; 最后，社会网络能够实施一定的
社会制裁，使得违约者遭受声誉损失，进而降低违

约的可能性( Karlan and Morduch，2010) 。除信息
共享外，社会网络还能为融资行为提供一种隐性

担保( Kinnan and Townsend，2012; Karlan et al．，
2009) ，使得网络成员获得更多融资机会。又如
Gajigo and Foltz( 2010) 分析了非洲国家基于种族
的社会网络在企业融资中的重要角色。他们发
现，来自大种族的企业家，利用其背后的种族网

络，可以扩大融资渠道进而缓解投资的信贷约束。
另外，社会网络的信息共享或担保角色，也为个人

或企业的投资行为提供了便利，如孩子健康投资

( Luke and Munshi，2007 ) 、生产性投资( Kinnan
and Townsend，2012 ) 、教育投资 ( Munshi and
Ｒosenzweig，200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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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现有成果对农户借贷及投资行为关注较

多( 朱喜等，2010; 马晓青等，2010) ，特别是农村
金融改革以来，大量文献分析农户借贷行为及其

表现形式。借贷行为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农民以土地作为担保进行借贷及投资教育( 李菁

等，2002; 李锐和李宁辉，2004) 。在农村信贷市场
上，非正式借贷形式比正式借贷形式更加普遍

( 朱信凯和刘刚，2009; 史清华等，2004; 金烨和李
宏彬，2009; 黄祖辉等，2009) 。由于私人贷款者可
以更好地评估借款者的信用级别、收入冲击及借
款偿还的可能性，而银行或农村信用合作社往往

缺乏这方面的信息，可能要求借款者提供更多的

抵押品或给予更高的贷款利率，私人融资于是能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正规融资的替代( 刘莉亚

等，2009; 甘犁等，2007) 。近年来，国内少数文献
开始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关注农户的投资融资行

为。在正规金融制度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因社会
网络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社

会网络在农村信贷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杨汝

岱等，2011; 胡枫和陈玉宇，2012; 李锐和朱喜，
2007) ，并进一步为农民的创业行为提供资金支
持，从而有助于自主创业( 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
郭云南等，2013) 。
( 三) 劳动力迁移与就业

社会网络或“关系”在人口、劳动力流动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胡必亮，2004; 李培林，1996) 。目
前的文献对于社会网络在劳动力迁移与就业中的

作用大概有三种观点。第一，信息共享。来自同
一社区的成员在迁入地形成的社会网络，有助于

共享资源与信息，从而帮助后续迁移者在新的迁

入地找到高薪非农工作( Munshi，2003; 2011; Cal-
vo－ Armengol and Jackson，2004 ) 。文献中 Zhao
( 2003 ) 、Chen et al． ( 2008 ) 、边燕杰和张文宏
( 2001) 运用中国劳动力迁移或就业的相关数据
也发现类似的结果。第二，为迁移成本提供融资
渠道。如 Dolfin and Genicot ( 2010 ) 运用墨西
哥———美国迁移数据，研究迁移网络促进外出打
工的具体机制。结果发现，网络成员间能共享各
种就业信息，为迁移成本提供相互融资，及在目的

地的相互关爱等，从而提升家庭和社区的外出迁

移的可能性。
第三，配给工作。章元和陆铭( 2009) 和章元

等( 2008) 指出在具有较高竞争性的城市劳动力
市场上，社会网络的主要角色是配给工作或增强

农民工的流动性，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类型而

间接地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佐藤宏( 2004) 也
发现社会网络在克服进入国有部门的制度障碍方

面有重要作用，它对于外出流动人员收入的影响

会因就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与以往文献不
同，Zhang and Li( 2003) 分析了不同性质的社会网
络在个人从事非农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
现，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对非农工作的作用不同。
能获得亲属或朋友帮助的个人更可能选择外出打

工并获得高薪非农工作; 家里有村干部的个人更

可能获得当地的非农工作。类似地，社会网络对
职业选择的作用在网络内部可能存在着异质性。
如 Munshi and Ｒosenzweig( 2006) 运用印度家庭的
调查数据，分析了印度的低种姓成员在教育及职

业选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发现，在印度
的市场化进程中，以种姓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使得

女性收入在不同种姓之间的趋同远高于男性，其

原因是低种姓的男性从他的社会网络中受益更大

而倾向于就读当地的学校进而从事低收入工作，

而低种姓的女性从她的社会网络中受益较小而通

过选择英语教育进而从事类似白领的工作。
( 四) 收入增长与分布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在促进穷人家

庭摆脱贫困陷阱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于是被

称为“穷人的资本”( Grootaert，1999 ) 。张爽等
( 2007) 利用中国家庭在 2003 年的调查数据也有
类似的发现，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减少贫困有

显著作用。Chantarat and Barrett( 2011) 对社会网
络在促使穷人家庭摆脱贫困陷阱中的作用做了更

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发现，在正规金融市场发展
缓慢的情况下，社会网络可被视为一种物质资本

的替代品或互补品，提高穷人家庭的劳动生产率

并增加收入。这种收入水平的增加反过来能加强
穷人家庭的社交能力，从而扩大社会网络资本。
这种良性的循环，将可能最终促使穷人家庭摆脱

贫困陷阱。类似地，社会网络通过加强村民间的
合作，普及农业生产技术，传递农业生产信息，互

惠互利并分担风险等方式增加收入( Narayanand
Pritchett，1999) 。
在文献中，社会网络虽然能促进穷人家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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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但是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
赵剑治和陆铭( 2009) 运用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
调查数据，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

影响。他们发现社会网络扩大了农村收入不平
等，社会网络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达到 12. 1 ～
13. 4%。类似地，Moguesand Carter ( 2005) 从理论
上发现社会网络( 如血缘、地缘或业缘关系) 可被
视为一种无形资产或担保品，为拥有社会资本的

人提供更多机会而增加收入。因此，给定初始的
财富分布状况，社会网络的高度不平等将加剧后

续的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然而，社会网络对缩
小收入分配差距也可能产生积极作用。如 McK-
enzie and Ｒapoport( 2007) 从理论上和经验上显示
地区迁移人口比例与该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呈现倒

U型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依赖于社会网络。
由于初始高额迁移成本的限制，只有富人家庭有

机会向外迁移，从而加剧了所在地区的收入不平

等。但迁入地的社会网络一旦形成，有助于降低
后续迁移成本，从而使得穷人家庭也有能力迁移

增加非农收入，最终缓解了所在地区的收入不平

等状况。郭云南等( 2014) 运用中国家庭微观调
查数据也有类似发现，宗族网络通过传帮带或风

险分担等方式降低外出打工成本，缓解流动性约

束，提高穷人外出打工的可能性并增加收入，从而

对缓解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显著的正

向作用。

五、社会网络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以上文献看出，社会网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资

源配置和形成非正式制度方面，能够弥补正式制度

发展不足的缺陷。然而，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在
正式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会减弱，还是会嵌入到正式

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理论上，

正式制度的发展可能减弱也可能加强社会网络的

作用( Nee，1996; Ｒona－Tas，1994; Bian and Logan，
1996) ，近年来经验研究也争议不断。
其中一支文献是关于社会网络在农村民间信

贷市场中的作用。社会网络对促进民间非正规金
融起着重要作用，一直严重困扰正规金融机构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依靠社会网络得到了有效缓解。
换言之，社会网络作为农村借贷的载体，它是一种

非正式制度，会替代正规金融制度的职能。那么，

随着正规金融体系的不断渗透，社会网络在农村

信贷市场中的作用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郭云南等

( 2013 ) 、马光荣和杨恩艳 ( 2011 ) 、杨汝岱等
( 2011) 等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们利用中国农
村的微观调研数据，发现随着正规金融市场的不

断完善，人们能更便捷地从银行或农信社获得借

款，宗族网络( 或亲属网络) 将不再是人们进行融

资的唯一渠道，人们对民间借贷网络的依赖性也

因此会有所减弱。也就是说，社会网络在民间借
贷市场中的作用会随着正规金融市场的发展而趋

于弱化。另一支文献讨论了经济转型过程中非市
场化的力量( 比如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是一种
对提高人们的福利和促进经济增长都非常重要的

非市场化力量，那么社会网络的作用在经济发展

或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是否也将会减弱? 张爽等

( 2007) 发现社会网络对减少贫困的作用会随着
市场化力量的渗透而降低。郭云南和姚洋
( 2013) 发现宗族网络促进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
转型，传统农村会逐渐向现代农村转变，市场化的

力量正逐步向农村渗透，宗族网络促进农村劳动

力流动的作用会减小。
以上文献看似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

度，会弥补正式制度不足的缺陷，但随着正式制度

的发展，社会网络的作用会越来越小。然而，当人
们开始关注村庄民主选举制度与当地非正式的宗

族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时，还发现了相反的结论，

村庄选举赋予了村民独立自主的权利，反而会因

宗族之间的竞争性而增强对村干部的问责，宗族

网络有助于增强民主选举对资源配置的效果。
Tsai( 2007) 认为当选的村干部极易受到村庄内非
正式组织的监督和约束，有寺庙、教堂、宗族等民
间组织的村庄，其公共品投资的水平明显高于没

有这些组织的村庄。Munshi and Ｒosenzweig
( 2008) 研究基于印度种姓的村级选举发现，居于
优势地位的种姓更可能当选，并伴随较高的村庄

公共品投资。与此类似，Xu and Yao ( 2009) 利用
中国村庄数据指出，如果选举产生的村主任来源

于该村最大姓，其任期内村庄自发的公共品投资

将增加，原因在于，他( 她) 所属的宗族将会支持

其政策并进行有效监督，使其更有效地实施权力。
他们将这一现象解释为“权威耦合”，即由宗族产
生的非正式权威与由选举产生的正式权威之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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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重合、相互认可的情况。郭云南等( 2012) 从家
庭个体的角度研究发现，在村民选举过程中，如果

选出的村主任来自最大姓，则村庄更容易从村民

那里收费，且没有明显增加对村民的转移支付。
换言之，如果村庄的正式权威( 村委会选举产生)

和非正式权威( 宗族) 相结合的话，村委会更能凝

聚人心，也更可能抵制再分配要求。
但现有文献也发现，村庄选举极易被宗族势力

所“俘获”，导致民主选举对资源配置的扭曲( 肖唐
镖，2006; 刘金海，2006; 贺雪峰，2009) 。Besleyet al．
( 2004) 指出当选村干部引发的公共品投资依赖于
村庄中的姓氏结构。他们发现，比较均等的姓氏结
构倾向于扩大外溢性公共品，但当选村主任的姓氏

比例占据较大份额时，将会伴随着更多私人品的提

供。Bassat and Dahan( 2010) 也发现村民往往会投
票给同一姓氏的候选人，于是村庄中的大姓更容易

当选，可能最终导致当选领导者的责任意识的弱

化。Maskin and Tiole( 2004) 指出官员们为获取连
任可能与非正式的强势利益组织合谋而累积社会

资本，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而迎合大众。这种情形或
多或少与 Madison( 1787) 在美国联邦政府 51 号文
件中提出的概念“大多数人的暴政”类似，即在位领
导者不仅具有法律认可的诸项权力，而且由于获得

了其背后强大组织( 如第一大宗族) 的支持，而采用

亲利益相关者的政策，使得剩下少部分人的权力受

到威胁。

六、总结

本文从社会网络的概念出发，诠释了社会网络

的内涵、不同的度量方式以及在微观行为中的影
响。具体而言，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内容，是
在互动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联体系，因共享信

息、汲取和控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平滑消费、增
加投融资、促进就业、减少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状
况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作为一种非正
式制度，它在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弥补正式制度发展

不足的缺陷。正式制度( 如正规金融体系、民主选
举) 的逐渐发展可能减弱也可能加强原有社会结构

中的非正式制度( 如社会网络) 的作用。
然而，由于社会网络在理论上的宽泛性，实证

测度仍是一大难题，目前文献中因研究对象的不

同度量差别较大。除少数以外，国内文献主要从

行为指标对社会网络进行度量，然而这些指标难

免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再者，实证文献中社会网
络的度量主要涉及其规模，因数据的天然缺陷也

缺乏对社会网络强度的度量。因此，实证上有待
进一步的丰富和补充。
另外，社会网络因信息共享、提供担保或风险

分担的角色，在资源配置和形成非正式制度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弥补正式制度发展不足的

缺陷。但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在正式制度的发
展过程中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一问题对理解正

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非常重

要，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文献还相对较少。尤其对
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难免

会渗透着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究竟是非正式制度

( 如社会网络) 起主导作用，还是正式制度( 如正

规金融、村庄选举等) 更为重要? 二者之间相互
补充还是相互替代的关系探讨，是一项值得研究、
亟待弥补的重要工作。

注释:
①详见陆铭和李爽( 2008) 、张爽等( 2007) 的研究。
②在农村，祠堂最初的功能是祭祀祖先，而后与祠堂

伴随产生组织———祠堂会，成为了宗族内最有力、功能最
多的组织，兼有经济、政治、社交等功能的综合单位( 林耀
华，1936) 。因此，祠堂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作用不言而
喻，也必然成为宗族内部控制的组织机构。类似地，家谱
是血缘关系的一种相对正式的体现。按照 Freedman
( 2004) 的说法，“血统和家谱是使宗族合理化的手段”。
家谱虽然可能存在伪造的成分，并且常常混淆了历史事
实，但家谱的存在表明宗族是有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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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social network，this paper interprets its meaning，different meas-
ure methods and the impacts on the microeconomic behaviors． Specifically，as a kind of social capital，social
network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smoothing consumption，increasing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promoting em-
ployment，reducing poverty and improving income distribution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s in sharing informa-
tion，providing guarantees and sharing risks． Also as an informal institution，social network can compensate for
the defects of the formal institution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More importantly，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for-
mal institutions ( such as the formal financial system，democratic elections) may weaken or strengthen the im-
pacts of the social network in its former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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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way to strengthen the power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but also is the effective measur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promote rul-
ing the country by law，it is the best point for national audit to participate governance． At present，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faces higher requirements and new challen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bility and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therefore，exploring the path of economic responsi-
bility audit servicing state governance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Deepening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needs to implement the power list system，improves the audit results announcement system，innovates the audit
mode of equality and interaction，and strengthens the cultivation of culture for responsible government，to bet-
ter serve the countr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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